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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证分析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功能分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选取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2个枢纽城市为样本，根据产业创新管理理论和城市科技服务部门相对集中度，采用包含城市功能分工的区域C-D生产函数构建面板数据计量回归模型，测评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功能分工水平。结果表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以产业创新为导向的功能分工存在差异，且北线枢纽城市功能分工水平总体上优于南线枢纽城市；通道沿线枢纽城市的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U”型的非线性关系；通道沿线多数枢纽城市的功能分工处于“拐点”的左侧，意味着通道沿线枢纽城市功能分工从整体上并未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因此，统筹物流大通道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要充分考虑通道沿线城市产业创新的异质性及由此形成的城市物流网络对区域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影响，持续优化产业创新的营商环境，并进一步做好人才引进和留用工作，为产业创新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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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ban Functional Division Along the New Western Land-Sea Corridor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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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12 hub cities along the New Western Land-Sea Corridor as samples,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level of cities along the New Western Land-Sea Corridor i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i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theory and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urb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departments. Using the regional C-D production function including urban functional divis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anel data econometric regress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urban functional division along the New Western Land-Sea Corridor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guided by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the hub cities along the New Western Land-Sea Corridor , and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level of the north line hub cities is general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south line hub cities; there is a positive "U" shaped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of hub cities along the New Western Land-Sea Corridor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of most hub cities along the New Western Land-Sea Corridor i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inflection point, which means that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of hub cities along the New Western Land-Sea Corridor does not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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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城市功能分工是产业链分工演进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分工，是产业创新成果差异化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以产业创新为导向的这种分工形式会随着科技进步和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而迅速发展，进而能够增强区域城市之间的良性互动，支撑区域经济增长和促进区域协同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以下简称“物流大通道”或“通道”）是位于我国西部地区腹地的一条物流大通道，它是由多种运输方式构成的跨区域、长距离、高强度货物流动走廊[1]。根据《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这条物流大通道沿线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广东湛江市均被赋予相关职能参与通道建设，空间上则分布着类型众多与产业创新能力相异的城市。如此，在深化陆海双向开放和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优化通道沿线城市功能分工，有效支撑区域经济增长，是这条物流大通道在战略上布好局、在关键处落好子的重要而关键的一步。只不过，根据城市群功能空间分工理论，城市群功能分工具有削弱行政区划壁垒和加强产城融合效应两种作用，并对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带来影响，只是这种影响要受企业特征及所处地理区位特征的异质性影响[2]。对此，不得不产生如下疑惑：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分布着诸多产业创新能力各异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功能分工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吗？为此，本研究选取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2个枢纽城市为样本，从产业创新管理视角，实证分析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异质性城市的功能分工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1  文献回顾
罗斯托[3]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和波特[4]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遵循由产品创新、企业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发展规律。如此，进入产业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地区如何通过产业创新管理实现城市功能合理分工，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研究主题。
关于产业创新管理的研究最早始于Cunningham[5]对产业创新问题进行探讨，其关注经济周期中的创新现象，讨论创新想象在普及过程中的困难，分析产业问题的差异性、绩效标准和产业比较等问题。随后，有学者如Abernathy等[6]开始探讨产业创新的模式，Pavitt等[7]探讨政府可以采取的产业创新政策，Freeman等[8]则提出产业创新理论，认为产业创新包括技术和技能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含组织创新）和营销创新，并指出不同的产业其创新的内容和效果是不一样的，比如，日本在机械产业的创新时间与成本方面具有实质性优势，在化学行业似乎没有任何实质性优势[9]。事实上，区域内产业内部的多家企业会在创新过程中进行合作，从而产业竞争已不再是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上升到区域之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竞争[10]，产业创新则可视为从企业创新到国家创新之间的“桥梁”[11]。对于如何实施产业创新管理、提升区域产业创新的竞争力，学者们从产业创新系统、产业创新扩散、产业创新协同、产业创新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其中，Malerba[12]认为产业创新系统是不断变化的，从知识、技术领域和产业边界，参与者和网络，以及机制等3个方面对产业创新系统进行分析，之后还探讨了创新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部门间发生变化[13]；Dodgson等[14]对产业创新的本质、源和产出、创新的部门和行业特征研究、影响创新的关键因素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以并行工程为基础的综合创新模型；管顺丰[15]从产业创新战略、产业创新组织管理、产业创新政策管理3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产业创新管理理论，首次建立起系统的产业创新管理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体系；王雪原等[16]从资源观视角探讨了产业创新的政府管理方法。
从产业创新管理视角研究城市功能分工对区域经济影响方面，目前与之直接相关的文献比较稀少。其中，自战略管理专家将产业创新看作企业创新能力的最高层次，发现长寿公司都具备较强的产业创新能力后[17]，部分学者从微观层面的企业产业创新管理视角考察城市功能分工，进而讨论分工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比如，美国学者Duranton等[18]认为城市结构从部门性专业化向功能性专业化转变与企业组织形式变化密不可分，美国一些城市因主要集中有企业总部和为企业总部提供服务的机构从而主要发挥管理与服务功能，而另一些城市则主要聚集工厂、负责产品生产，结果导致了美国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德国学者Bade等[19]对德国城市功能分工的研究结论与美国城市分工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贺灿飞等[20]基于跨国公司区位战略透视我国城市的功能专业化转型，发现跨国公司功能布局强化我国主要经济中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同时强化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推动城市群发展。还有一部分学者分别从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管理角度分析城市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如魏后凯[21]从产业内分工视角研究产业链在大都市区间分工，认为大都市区产业冲突在所难免，但若产业冲突过于激烈，并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有可能会弱化区域分工、降低总体资源配置效率，为此需要采取基于产业链的大都市区冲突管理战略，对区域冲突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至于从产业间分工视角关注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不同城市的集聚与扩散现象，目前关于城市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较少，且由于研究样本和方法不一，因此结论并未一致。其中，苏红键等[22]发现城市功能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是非线性关系，过度分工不利于城市经济增长；赵勇等[23-24]发现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存在一个“拐点”，在分工初期会扩大城市间差距，超过分工的“拐点”则地区差距就会缩小；马燕坤[25]发现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的功能空间分工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黎文勇等[26]发现城市功能分工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地区却起抑制作用；尚永珍等[27-28]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功能空间分工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空间分工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作用，并在进一步研究中又发现，在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经济增长与功能分工指数显著正相关，周边城市经济增长与功能分工指数显著负相关；雷玉桃等[29]发现珠三角城市群产业承载力、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对综合城市功能分工效果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类型城市功能分工对地区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对各条件的依赖程度也有区别。
综上所述，产业创新及管理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基于产业创新的城市功能分工能够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只不过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有些学者认为城市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线性关系，有些学者认为存在非线性关系，至于这种关系的显著水平、城市功能分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由于研究样本、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学者们的观点更加多元。对此，本研究将选取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这一新的研究区域，从产业创新管理视角，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探讨物流大通道沿线城市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以期进一步拓展城市功能分工的研究区域和丰富城市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内容。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域选择
[bookmark: OLE_LINK170]本研究选取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安、西宁、银川、兰州、贵阳、遵义、南宁、柳州、昆明、湛江等12个物流枢纽承载城市为研究样本（以下简称“样本”），并根据地理条件和产业结构特征，将它们分为两组进行比较，用于推断物流大通道沿线城市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具备物流大通道地域性、系统性、综合性、开放性等特征。在这条物流大通道沿线，分布着大小不一的城市和城市群，这些城市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产业链上的某一环节(技术、 产品、 市场或组合 )开展创新活动，然后通过产业创新管理引发整个产业创新发展，反映在区域城市发展中，就从宏观层面构成了现在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功能分工格局。第二，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指出该通道的沿线枢纽城市包括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安、西宁、银川、兰州，贵阳、遵义、南宁、柳州、昆明、湛江等12个城市。同时，在《全国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划（2015－2020年）中，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安、西宁、银川、兰州，贵阳、昆明、南宁等37个城市被确定为国家级流通节点城市，遵义、柳州等66个城市被确定为区域级流通节点城市，湛江则属于地区级的流通节点城市。历经多年发展，上述12个物流节点城市呈梯度发展，且数据资料较为齐全，可用于课题研究。第三，我国地域辽阔，但以秦岭淮河为界可分为南北两大较为显著差异的地域，如果单就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而言，地理条件差距较大的南北两地城市根据自身城市功能分工参建陆海新通道将会面临较大差异的困难，本研究也据此推测，南北两地的这些城市因参与陆海新通道建设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机会也将有所不同。为此，本研究将秦岭淮河以北的城市划归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北线枢纽城市，它们是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安、西宁、银川、兰州；将秦岭淮河以南的城市划归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南线枢纽城市，这些城市为贵阳、遵义、南宁、柳州、昆明、湛江等。第四，在上述样本划分之后，笔者分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收录的相关数据资料发现，2007－2018年北线枢纽城市和南线枢纽城市总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速均呈现下降趋势，只不过南线枢纽城市GDP总量增速是在波动中下降，而北线枢纽城市GDP总量增速在快速下降后从2017年起有稳定的趋势（见图1）；也是在同一时期，通过计算2007－2018年南北两段沿线枢纽城市经济增长的变异系数（以样本标准差除以均值），笔者还发现，相比2015年之前，北线枢纽城市和南线枢纽城市两个城市群内部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程度均处于高位运行状态，但北线枢纽城市之间的经济增长不平衡程度近几年出现快速缩小的趋势，而南线枢纽城市之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程度自2016年急速扩大后虽快速缩小但又开始上升（见图2），这说明南线枢纽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存在快速反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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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样本南北线枢纽城市GDP增速


图 2  样本南北线枢纽城市经济增长差异

综上，本研究认为既然西部陆海新通道因地理原因天然地可以划分为地理气候、生态环境明显不同的南北两大区段，然后它们又同在一个政治与文化体系下运作，那么，选取西部陆海新通道南线枢纽城市和北线枢纽城市这两个区域，从城市功能分工视角具体分析它们存在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并比较研究，将能够较好探析物流大通道沿线城市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2.2  主要指标测评
2.2.1  面向产业创新的城市功能分工测度方法
产业创新管理理论认为，产业创新的目的是要实现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等的质的改变和量的提高。为此，需要国家或地区政府积极支持和影响产业创新系统的优化，并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职能以充分利用产业创新资源实施产业创新[30]。城市拥有开展产业创新所需的人才、制度、技术、资金等创新资源，无疑可以是产业创新的有效载体和实施产业创新管理的系统保证。因此，从产业创新管理视角，既然城市功能分工在空间上具有如下表现：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在中心城市集聚，一般制造业主要在外围城市集聚；中心城市主要承担总部管理与研发中心功能，而中小城市则主要承担生产制造功能[31]。那么，参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就可以通过产业创新管理措施引导科技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在通道沿线城市进行集聚与扩散，构建以产业创新为导向的城市功能分工，实现区域产业质的改变和量的提高，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如此，参照Duranton等[18]及尚永珍等[28]的计算方法，以区域内某一个城市的“科技服务业从业人员/生产制造业从业人员”与区域内所有城市的“科技服务业从业人员/生产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比值来测度城市中科技服务部门的相对集中度，并据此反映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各城市以产业创新为导向的功能分工水平。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GFit=(Tit/Mit)/(Tt/Mt)                                            （1）
式（1）中：GFit为时期t区域内第i个城市的功能分工强度；Tit、Mit分别为t时期城市i科技服务业和生产制造业的就业人数；Tt、Mt分别为t时期区域内所有城市的科技服务业和生产制造业的就业人数。
至于科技服务业和生产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数据，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统计年鉴归类后可用的行业就业人口数据，把采掘业、制造业、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界定为生产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界定为科技服务业，然后合并统计得到。
为了进一步研究面向产业创新的城市功能分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专业化分工指数的计算来测算城市科技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情况，以此推断该城市通过产业创新管理实现产业创新的科技服务水平。专业化分工指数借鉴基尼专业化系数的计算方法，计算公式为[32]：
SSi= Sij-Sj                                                               （2）
式（2）中：SSi为专业化分工指数；Sij为城市i中j产业所占人数的就业比重；Sj是j产业在全国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SSi越大，说明该城市科技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越高，也意味着为城市实现产业创新的服务更精细、更专业。
如果将城市功能分工强度与专业化分工程度两个维度结合起来，一个城市以产业创新为导向的产业集聚可能会出现如下4种情形之一（见图3）：一是城市的科技服务业集聚并且相关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较高；二是城市科技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三是城市以制造业的专业化生产为主，科技服务业集聚程度低但是其相关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四是城市以制造业生产为主，但没有足够的、专业的科技服务业支撑。
城市功能分工强度高
城市功能分工强度低
科技服务业专业化
分工程度高
科技服务业专业化
分工程度低
城市的科技服务业集聚程度高，并且科技服务业相关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较高
城市的制造业集聚程度高，科技服务业集聚程度低但是其相关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较高
城市以制造业生产为主，同时科技服务业集聚程度不仅偏低且其相关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也低
城市的制造业集聚程度高，科技服务业集聚程度低但是其相关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较高










图 3  以产业创新为导向的城市产业集聚类型

2.2.2  面向产业创新的城市功能分工测量结果与分析
根据2008、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西部陆海新通道南线枢纽城市和北线枢纽城市2007和2018年功能分工和专业化分工的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分析发现：
第一，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总体上表现为科技服务业集聚且专业化程度加深，但是北线枢纽城市的表现总体上优于南线枢纽城市。截止到2018年年底，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功能分工指数的平均值为1.083，专业化程度指数相比2007年增长了24.6%，达到0.12，这反映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总体上表现为现代服务业集聚且专业化程度加深，但由于北线枢纽城市功能分工指数和专业化分工指数的均值均高于南沿线枢纽城市，因此，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以国家级物流节点城市为网络的北线枢纽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要比南线枢纽城市表现更好。
第二，南线枢纽城市中的国家级流通节点城市不仅科技服务业集聚且专业化程度高，区域级和地区级流通节点城市均以制造业为主且科技服务业专业程度相对偏低。具体来看，截至2018年年底，昆明和南宁的功能分工程度分别达到1.589和1.229，而专业化分工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昆明和南宁现代服务业集聚且服务业专业化程度在稳步提升；贵阳的功能分工指数虽然低于南宁和昆明，仅为1.002，但相比2007年增长了22.67%，同时专业化程度指数在同一时期也增长了47.8%，这说明贵阳现代服务业集聚和专业化程度正在加速发展；遵义、柳州、湛江3个城市的功能分工指数均低于1.0，尤其柳州还出现较大降幅，同时这3个城市的专业化程度也相对较低，说明以上3个城市均以制造业生产为主，同时科技服务业集聚程度不仅偏低且其相关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也低。
第三，北线枢纽城市均为国家级流通节点城市，除银川以制造业集聚为主，其他城市均表现为科技服务业集聚且专业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其中，虽然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3个城市的功能分工指数相对2007年出现降幅加大，但是在2018年仍然分别达到1.902、1.256、1.26，同时这3个城市的专业化程度都有极大增长，说明这些城市现代服务业不仅集聚而且愈加专业化，也意味着这些城市的内部产业结构正在不断调整优化；至于兰州，这个国家级物流节点城市的功能分工指数相比2007年增长了111.7%，到2018年达到了1.769，同时2018年的专业化程度也比2007年增长了159.4%，达到0.15，说明这个城市也表现为现代服务业集聚且专业化加深；相比而言，同为国家级物流节点城市的银川的功能分工指数和专业化程度指数不仅偏低，而且还有降低，说明该城市以制造业生产为主，同时科技服务业集聚程度不仅偏低，且其相关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也低。
[bookmark: OLE_LINK1]表 1  样本城市功能分工与专业化分工测量
	城市
	功能分工指数
	专业化程度

	
	2007年
	2018年
	2007年
	2018年

	遵义
	0.665 
	0.558 
	0.080
	0.087

	贵阳
	0.817 
	1.002 
	0.084
	0.124

	南宁
	1.566 
	1.229 
	0.103
	0.121

	柳州
	0.389 
	0.303 
	0.062
	0.064

	昆明
	1.460 
	1.589 
	0.090
	0.121

	湛江
	0.953 
	0.923 
	0.071
	0.096

	呼和浩特
	1.892 
	1.902 
	0.114
	0.136

	乌鲁木齐
	1.669 
	1.256 
	0.117
	0.179

	西安
	0.791 
	0.823 
	0.080
	0.085

	西宁
	2.529 
	1.260 
	0.115
	0.131

	银川
	0.642 
	0.447 
	0.182
	0.145

	兰州
	0.836 
	1.769 
	0.058
	0.150

	通道全线枢纽城市均值
	1.173 
	1.083 
	0.096 
	0.120 

	南线枢纽城市均值
	0.945 
	0.921 
	0.082 
	0.102 

	北线枢纽城市均值
	1.393 
	1.243 
	0.111 
	0.138 



2.3  计量模型设定

考虑到城市功能空间分工对区域产出的影响，参考苏红键等[22]的做法，采用包含技术进步的区域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模型【指代不明，什么模型？】修改为，两边取对数得到：
lnYit=αlnLit＋βlnKit＋gfit＋c                                           （3）
鉴于现有研究均认为功能分工对区域城市经济增长有影响，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定论，因此本研究在后续研究中将增加功能分工的二次项，用于观察物流大通道的城市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如此，回归模型设定为：
lnYit=αlnLit＋βlnKit＋gfit+gfit2＋c                                       （4）


式（3）（4）中：Yit为t时期城市i的产出，用城市市辖区的GDP表示；Lit为t时期城市市辖区的各行业就业人口数之和；Kit为t时期城市市辖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上标“gf”改为正体】为t时期城市i的技术水平，【上标“gf”改为正体】为因功能分工对技术的影响，其中gf采用前文的城市功能分工水平测度方法估算。
2.4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的统计年鉴。为保证数据资料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数据的连贯性，样本期间为2007－2018年，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补充。样本城市各变量的数据统计描述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2007－2018年样本城市数据描述
	变量
	观察值/个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大值
	最小值

	lnYit
	144
	16.337 
	0.744 
	18.199 
	14.476 

	lnKit
	144
	17.612 
	0.868 
	19.642 
	15.730 

	lnLit
	144
	2.996 
	0.709 
	4.739 
	1.649 

	gfit
	144
	1.114 
	0.528 
	3.014 
	0.303 

	gfit2
	144
	1.519 
	1.559 
	9.086 
	0.092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单位根检验
在用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之前，首先需要对各变量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由此来避免伪回归，确保系数估计结果的有效性。经检验发现，西部陆海新通道全线枢纽城市、北线枢纽城市和南线枢纽城市各个变量的水平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即各变量满足一阶单整。样本城市各变量一阶差分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各变量在LLC检验方法下都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表 3   样本城市面板单位根二阶差分序列检验结果
	变量
	通道全线枢纽城市
	北线枢纽城市
	南线枢纽城市

	
	LLC检验
	ADF检验
	LLC检验
	ADF检验
	LLC检验
	ADF检验

	lnYit
	−5.028*** 
	44.734*** 
	−3.476***
	20.400*
	−3.707***
	24.330**

	lnKit
	−2.952***
	27.683
	−2.404***
	17.591
	−4.174***
	21.324**

	lnLit
	−7.879***
	53.621***
	−6.975***
	38.024***
	−4.252***
	23.684**

	gfit
	−9.491***
	62.430***
	−6.560***
	29.584***
	−6.429***
	32.850***

	gfit2
	−8.672***
	−61.200***
	−3.223***
	43.565***
	−6.819***
	34.132***


注：*** 、**、 *分别表示P<0.01、P<0.05、P<0.1 。下同。

3.2  回归结果
表4给出的是运用Eviews7.0对2007－2018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后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在给定的置信水平上，关于资本对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无论是北线枢纽城市还是南线枢纽城市，甚至整个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所有枢纽城市，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且在所有模型各因变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中都是最大的，所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的地区经济增长最主要驱动力还是来源于投资的作用。
至于劳动力要素对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本研究考查了城市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线性关系或者是非线性关系两种情形。第一，在只考虑城市功能分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线性影响情况下，对比表4列出的式（3）回归结果（1）（3）（5），即北线枢纽城市模型1、南线枢纽城市模型1、通道全线枢纽城市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知，劳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其中，南线枢纽城市模型1中的劳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0.205，北线枢纽城市模型1中的劳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0.095，通道全线枢纽城市模型1中劳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居于上述两者之间，回归系数为0.190，这说明劳动力对整个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只不过这种促进作用在南线枢纽城市的影响要大于北线枢纽城市。第二，在考虑城市功能分工对区域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情况下，进一步观察表4列出的式（4）回归结果（2）（4）（6），即北线枢纽城市模型2、南线枢纽城市模型2、通道全线枢纽城市模型2的回归结果，分析发现，劳动力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且回归系数大小排序和表4列出的回归结果（1）（3）（5）一致，这就再次验证劳动力对整个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然后这种促进作用在南线枢纽城市的影响要大于北线枢纽城市。
至于本研究重点考察的城市功能分工对国际大通道沿线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在验证城市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线性关系的假设时，表4列出的回归结果（1）（3）（5）表明，在给定的置信水平下，北线枢纽城市模型1中的变量gfit通过t检验，但回归系数为负的0.074，这表明西部陆海新通道北线枢纽城市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南线枢纽城市模型1中的变量gfit也通过t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的0.067，这表明西部陆海新通道南线枢纽城市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通道全线枢纽城市模型1中，城市功能分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但不显著，这说明整体上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的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上述结果表明，虽然北线枢纽城市和南线枢纽城市的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但由于南北沿线两大城市群出现了分化，表现为南线枢纽城市功能分工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北线枢纽城市功能分工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这就导致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全线枢纽城市的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线性关系不显著。
在检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城市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中，表4列出了增加城市功能分工二次项后的回归结果（2）（4）（6）。比较分析发现，城市功能分工一次项的回归系数在给定显著性水平上均为负值，二次项的回归系数在给定显著性水平上均通过检验且数值为正，这说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的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U”型的非线性关系。至于这种正“U”型的非线性关系是否显著，根据Woolddridge[33] 的观点，将置信水平放宽到15%，这时候北线枢纽城市、南线枢纽城市、通道全线枢纽城市的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城市功能分工一次项和二次项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就意味着在考虑城市异质性基础上，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非线性关系的检验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 4   样本城市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北线枢纽城市模型1
（1）
	北线枢纽城市模型2
（2）
	南线枢纽城市模型1
（3）
	南线枢纽城市模型2
（4）
	通道全线枢纽城市模型1
（5）
	通道全线枢纽城市模型2
（6）

	lnKit
	0.622***
	0.601***
	0.569***
	0.548***
	0.599***
	0.589***

	
	（61.220）
	(37.860)
	(25.400)
	(36.681)
	(36.805)
	(35.652)

	lnLit
	0.095**
	0.247***
	0.205**
	0.337**
	0.190***
	0.252***

	
	(2.264)
	(7.460)
	(2.358)
	(7.105)
	(2.912)
	(3.575)

	gfit
	−0.074***
	−0.427***
	0.067**
	−0.123#
	−0.018
	−0.224**

	
	(−6.425)
	(−8.159)
	(2.042)
	(−1.440)
	(0.786)
	(-2.069)

	gfit2
	
	0.104***
	
	0.042*
	
	0.060*

	
	
	(6.604)
	
	(1.697)
	
	(1.906)

	Constant
	5.239***
	5.391***
	5.554***
	5.721***
	5.229***
	5.359***

	
	(23.330)
	(17.166)
	(22.775)
	(27.654)
	(26.942)
	(25.993)

	R-squared
	0.997
	0.999
	0.982
	0.996
	0.984
	0.984

	Fixed Effects
	横截面效应
	横截面
固定效应
	横截面
固定效应
	横截面
固定效应
	横截面
固定效应
	横截面
固定效应


注：1）括号内为t检验值；2）#表示P<0.15。

3.3  城市功能分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拐点”及原因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功能分工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U”型非线性关系，则可以根据表4给出回归结果（6），估算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功能分工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拐点”约为1.867。结合表1可以看出，目前除了呼和浩特城市功能分工达到1.902处于“拐点”右侧外，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其他枢纽城市均处于“拐点”的左侧，也就意味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功能分工从整体上并未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其中原因主要在于：
（1） [bookmark: _Ref27520]产业创新组织不力，物流节点城市之间合作程度较低。分析发现，虽然国家出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要求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门优化合作机制加快通道建设，但由于没有国家层面的专门机构予以组织管理，所以沿线城市还多是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发展。表现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北线枢纽城市均为国家级物流节点城市，但是这些城市分布在广袤的西北地区，巨大的空间距离直接增加了地区物流运输成本，加上每个城市又是各省份的省会（首府），在强省会（首府）战略的指引下，与其他省份之间竞争也使得各方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南线枢纽城市之间，虽然分为国家级、区域级、地区级等3种等级的物流节点城市，但是长期以来各个城市基于地方利益，各自为政发展本城市产业，彼此之间缺乏统一规划，产业种类相似程度较高，城市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如此发展格局，就使得整条通道枢纽城市目前难以形成深层次的产业分工和合作，也就不能很好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2）枢纽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分工处于初级状态，产业创新链条联系不紧密。一般来讲，被确定为国家级或区域级的物流节点城市，通常都是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从产业链的角度，这些物流枢纽城市作为科技创新中心，集聚了部分高端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位于产业链的中高端，而周边的非中心城市以原材料开采、农副产品加工和工业品组装加工业为主，位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但是，我们观察到，无论是北线的省会（首府），还是南线的省会（首府）或是工业中心，与东部沿海省份相比，它们与周边市县的产业分工从表面上看似乎形成了产业链，但这种产业链的分工还处于初级状态，相关产业的关联度较低。同时，从高科技产业功能分工来看，中心城市仅仅集中高科技产业的研发功能，而销售、服务功能尚未凸显，导致科技服务产业链条过短，从而既不利于充分发挥中心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的空间溢出功能，也不利于周边地区在产业链中根据自己的优势获得更大的分工利益，结果使得其当前不能从整体上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3）现阶段各枢纽城市产业创新的聚集效应大于扩散效应。虽然在观察期内，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服务业均有较大发展，各市都已经形成“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格局，但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地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各市与周边县市的产业转移、产业分工升级存在一定梯度差距。同时，由于西部地区整体比较落后的宏观背景，西部各省份有意推动优势资源向省会（首府）和工业中心城市集中，那么，在城市配套和产业竞争力不强、地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有限条件下，这种城市功能分工格局势必带来通道枢纽城市的聚集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从而导致地区发展差距拉大。就现阶段西部各省份而言，结果就导致了地区经济效率不高，阻碍了地区经济增长。但我们从表2也观察到，由于北线枢纽城市功能分工水平总体上优于南线枢纽城市，所以可以预测，未来北线枢纽城市的功能分工将早于南线枢纽城市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  主要结论
本研究选取2007－2018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2个枢纽城市为研究样本，从产业创新管理视角，在测算城市功能分工水平及其专业化程度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城市功能分工的面板数据计量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如下几点结论：第一，虽然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在地理条件、资源禀赋、政府政策还有产业基础等方面存在产业创新的异质性，但无论是通道全线枢纽城市，还是区分北线和南线枢纽群的样本回归结果都证实，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的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U”型的非线性关系；第二，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多数枢纽城市均处于功能分工“拐点”的左侧，意味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功能分工从整体上并未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第三，由于北线枢纽城市功能分工水平总体上优于南线枢纽城市，如按目前趋势，未来北线枢纽城市的功能分工将早于南线枢纽城市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第四，无论是北线枢纽城市还是南线枢纽城市，甚至整个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所有枢纽城市，资本投资在推动这些地区经济增长中起到最主要作用；第五，劳动力要素对整个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然后这种促进作用在南线枢纽城市的影响要大于在北线枢纽城市。
4.2  政策启示
根据上述结论，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1）统筹物流大通道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要充分考虑通道沿线城市产业创新的异质性及由此形成的城市物流网络对区域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影响。由于物流大通道本质上是由不同地区和不同层级节点城市构成，那么要发挥物流城市网络的作用，就必须把握节点城市在地理条件、资源禀赋、政府政策还有产业基础等方面的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分工协作、功能衔接、优势互补的城市网络格局，从而促进物流畅通，推动区域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带动区域农业、制造、商贸等产业集聚发展。对于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一是因地制宜发展枢纽经济。首先，陆海新通道北线枢纽城市地处内陆，主要适合发展陆港型枢纽经济，同时，西安在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方面均比较突出，需要加快空港型枢纽、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和商贸服务型枢纽经济发展；银川、乌鲁木齐等城市，则需充分发挥航空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优势，在建设陆港经济的同时加速提升城市空港经济和商贸服务业比重；西宁、呼和浩特两市商贸服务业具有相对优势，提升商贸服务业竞争优势应作为参与通道建设的着力点。其次，南线枢纽城市在参与通道建设中也多数适合发展陆港经济，在信息网络、大数据产业发展较好的贵阳，具有发展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枢纽经济较大潜力；柳州正在加快机械工业二次创业，南宁正在积极承担国内外先进制造业和高端产业转移，这两个城市的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则要跟上步伐；昆明文化旅游与农业、生态等产业具有较好优势，现代服务业也在加速升级，则要加速商贸服务型枢纽经济发展。二是加强节点城市和物流枢纽与主通道的联系，提升通道运行效率。北线枢纽城市需要协调优化运输组织，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衔接，充分发挥铁路长距离运输优势，使得城市发展与通道建设对西北地区的辐射联动作用；南线枢纽城市则要依托各类国家级平台和港口优势，创新通道运行组织模式，提高通道整体效率和效益，支撑区域经济整体发展。
（2）要持续优化产业创新的营商环境，吸引国内外企业到通道沿线城市进行资本投资。位于我国西部地区腹地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其沿线枢纽城市的营商环境比不上东部沿海城市，鉴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目前仍依赖于资本投资的带动作用，因此要加快地区的经济增长，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合理安排部门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平稳增长，为后疫情时代的企业投资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二是还需要继续优化地区营商环境，通过市场的作用，吸引国内外资本到本地区投资办厂。
（3）要进一步做好人才引进和留用工作，为产业创新提供人才保障。西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劳动力向东部地区转移的情形，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枢纽城市要想吸引周边农村劳动力乃至区外人才留在本地安家就业，就要对标深圳、上海等发达城市的人才政策，在努力发展产业招引人才的同时，更需要做好人才服务工作，在人才招募、培训、考聘、留用等方面出台相关制度和优化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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